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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发展模式和效率提升的组合，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破解资源型城市

发展困境提供了新路径。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Super-SBM 模型，以绿色发展效率为核心指

标，测度了 2008—2023 年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水平，通过面板回归模型探究了技术创新、高

素质人才和智能装备等新质要素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新质要素

可以通过激发产业活力与促进替代产业发展双路径推动产业转型，且后者作用更强。（2）要素赋

能存在显著异质性，煤炭型城市侧重人才驱动，低收入城市更依赖技术创新等。（3）污染案件处

罚和科技资金支持均可调节新质要素间接影响产业转型的机制。基于此提出资源型城市利用

新质要素推动转型的三种路径建议：扩大高通用性要素渗透范围、打破高专用性要素壁垒、建

立差异化的要素赋能。研究可为因地制宜利用新质要素推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提供科学依

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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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议题一直是学界与实践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自 2007 年

《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 和 2013 年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

续发展规划 （2013—2020 年）》 实施以来，中国的资源型城市转型已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仍面临转型压力大、新要素集聚效应不足、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和转型发展质量亟需提

升等诸多挑战[1]。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力。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

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在资源型城市面临

资源枯竭、新要素集聚动力欠缺、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等多重困境下，新质生产力作为一

种创新且高效的经济驱动力，将为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路径提供新的视角[2]。探究如何

通过培育创新等新质要素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不仅是当前

发展的紧迫问题，更是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3,4]。

早期对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研究更为关注单一城市或者矿区，主要聚焦其经济层面，

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单一性和资源枯竭后的经济衰退问题，强调摆脱资源依赖是实现转型

的主要途径[5]。随着高质量发展、多层次转型等理论深入，目前学者多认为资源型城市转

型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层面的综合变革过程[6,7]，并运用单一指标评价[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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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价[10-12]及绿色效率评价[13-15]等多种方法对资源型城市转型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

上，国内外学者深入研究了影响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主要因素，发现其主要受到政策实施、

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财政预算、城市化规模、教育水平和生态创新等多方

面影响，可采取发展替代产业、延伸产业链促进产业升级和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城市功能

等转型路径[16-19]。但这些研究多强调已有发展路径和模式对转型过程的锁定作用，对于如

何利用技术创新、高素质劳动者和新生产装备等各类新质要素整合提升本地发展动力与

效率关注的相对较少。

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自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提出以来，学者们从理论、历史、现

实与全球的角度深入剖析并提出逻辑，从“新”与“质”及构成要素角度挖掘新质生产

力的内涵，普遍认同科技创新为核心，强调其在产业创新、生产要素重组中的关键作用

和区域上的差异[20-23]。目前直接针对新质生产力对资源型城市转型作用的研究相对较少，

但已有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的新动力、新模式和新业态可以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14,18]，

且新质生产力通过构建动态升级的产业体系[24]、优化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25]展现多重中

介效应[26,27]以及提升碳生产率和碳排放效率[28,29]等机制，深刻影响了产业转型进程与经济

发展路径，表明新质生产力对于驱动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和绿色效率提升的重要作

用，但具体的动力机制与路径还需要深入研究。同时，新质生产力作为抽象的系统性概

念，用传统的投入产出指标难以直接捕捉，运用各类要素的指标体系综合测度新质生产

力水平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和争议。因此，本文以新质要素作为切入点，以资源型城市为

对象，从科技创新这一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质出发，综合考虑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痛

点，选择高素质人才、技术创新和设备自动化三种核心新质要素，探究不同资源型城市

中新质要素与产业升级协同推动产业转型的机制，为因地制宜应用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

转型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1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实质是通过“创造性破坏”打破原有

的路径依赖，重构生产要素组合与产业生态系统的过程[30]，核心在于摆脱低效、高耗、

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转向依靠创新驱动、高效集约、环境友好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资源型城市的初始发展模式依赖于“资源密集型劳动对象—专用性设备—低技能劳动力”

的刚性要素组合，形成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和锁定[31]。这种锁定效应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要素组合僵化，生产要素过度集中于原始资源开采，阻碍产业链纵向延伸与横向

拓展[32]；其二，技术资本固化导致粗放型技术扩张，抑制清洁技术创新[3]；其三，人力资

本陷阱使得劳动者技能长期固化于采矿、选矿等初级生产环节，高等教育投入不足导致

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缺口难以弥合[33]。打破该路径锁定需通过引入具有知识外溢性、技术

通用性和环境友好型特征的新质要素促进生产要素的重组和效率转变[2]。其中，受过高等

教育的专业化新质劳动者有助于提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技术资本迭代 （如智能化设备、

技术创新） 则可替代传统高耗能设备，优化生产流程、重构生产函数的技术系数、降低

资源错配与污染排放，最终表现为地区产业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在路径再生过程中，

新质生产力不仅直接作用于生产效率的提升，也间接通过提高产业活力与促进产业更替

的方式推动产业转型，如高端技术和人才进入可催生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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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生产要素从传统采掘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流动。这种要素再配置过程既体现为产业

活力提升[34]，也表现为主导产业更替[35,36]。当新质劳动者掌握数字化技能、智能化设备替

代传统机械、绿色技术重塑工艺流程时，将同步实现产业链条重构和发展效率跃迁，形

成“要素升级—结构转化—效率变革”的传导机制[37]，由此实现产业发展路径的再造。 

在该过程中，环境规制、资金等政策手段会影响要素整合与转化的过程和效率[38]。

其中环境规制类政策通过严格的标准倒逼企业寻求清洁技术[39]；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

资金支持政策则通过降低新质要素的导入成本直接缓解产业转型预算约束[19]。此外，不

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收入水平的资源型城市因产业基础、资源禀赋、要素配置

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在新质要素整合优化既有生产要素、推动产业转型方面也存在一定

差异[12,14,19]。由此，本文建立如图 1 所示的分析框架，并提出四个假说：

假说 1 （H1）：新质要素投入 （高素质人才、技术资本、智能工具） 能够有效推动资

源型城市产业转型。

假说 2 （H2）：新质要素可以通过提高产业活力与推动产业更替的方式推动资源型城

市产业转型。

假说 3 （H3）：规制政策和资金政策工具可以调节新质要素驱动产业转型的机制且不

同政策工具之间存在异质性。

假说 4 （H4）：新质要素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作用存在资源类型约束、发展阶段

条件、收入水平差异和区域要素禀赋的多重异质性。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测度

本文认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是一个包含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发展模式绿色化与

高效化等多维度的复杂过程，其核心目标在于突破传统路径锁定，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

图 1   新质要素促进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作用机制

Fig. 1   Mechanism of new quality factors drivi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310



1 期 王  琦  等：新质要素驱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保护的协同。考虑到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标志并内在地要求发展的绿

色化与可持续性，而构建多维指标体系易受权重主观性干扰从而模糊新质要素对产业转

型核心效能的驱动作用，因此为精准聚焦新质要素驱动产业转型的机制，有效整合新质

生产力“质量、效率、动力”变革的内在逻辑和产业转型目标，科学测度其在提升资源

配置效率与绿色发展方面的成效，参考相关文献[15]，选择绿色发展效率 （GTFP） 作为资

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核心表征指标。运用 Super-SBM 模型，对劳动、资本、能源的投入

和经济与环境的产出进行测度 （表 1）。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可视为资源型城市产业突破

低效锁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体现。

2.1.2  影响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新质生产要素与其他因素

本文考虑的新质生产要素主要包括高素质人才、技术创新以及智能装备。其中高素

质人才 （HEE） 采用高等教育规模即高等教育在校生数测度，可直接反映资源型城市知

识型劳动力储备规模水平[19]。技术创新 （PGPP） 采用万人专利授权数测度，便于控制人

口规模差异并实现不同城市对比[6]。考虑到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需覆盖从传统产业技术升

级到新兴产业培育的全产业链创新，实用新型专利可反映设备工艺优化的“渐进式改

进”，发明专利授权数可衡量原创性突破，两者分别支撑现有产业效率提升与新兴技术产

业化，相比之下外观专利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核心技术突破关联度较低，因此采用剔除

外观设计专利的万人专利授权数综合衡量区域技术创新能力。

智能装备主要考虑设备自动化水平 （IRD），以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进行测度，直接

反映资源型城市生产工具自动化对传统资源产业的替代强度。由于工业机器人安装数据

尚未公开至地级市层面，参照 Acemoglu 等[40]、王永钦等[41]的研究，基于国际机器人联合

会 （IFR） 发布的 2007—2020 年各国 6 大行业 （农业、采矿业、制造业、燃气业、建筑业

和教育业） 机器人安装数量构造 Bartik 工具变量进行测算。假设各地区行业人均机器人

应用一致，采用 2008 年经济普查确立的基准就业结构，以各城市行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对

应行业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为静态权重，以避免劳动力市场动态变化引发的内生性问题，

进而将行业级机器人密度分解至城市层面后汇总。

IRDit =∑
j = 1

j employijt = 2008

employit = 2008

×
Robotjt

employjt = 2008

（1）

式中：i 表示城市；j 表示行业；employ 是就业人数 （万人）；Robotjt 指 j 行业 t 年机器人安

装量 （台）。

新质要素不仅可以直接作为生产要素投入作用于产出和效率，也可以通过提高地区

产业活力和促进替代产业进入作用于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变迁和功能提升。其中产业

表1   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测度框架

Table 1   Measurement framework fo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GTFP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投入

产出

考虑因素

劳动投入

资本投入

能源投入

经济产出 （正向）

环境产出 （负向）

具体指标

年末从业人员总数

固定资本存量

全社会用电量

2008 年为基期的地区生产总值

工业废物排放量综合指数

单位

万人

—

kW·h

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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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采用万人新增企业数衡量，可直接反映市场进入活跃度[24,34]。产业更替采用战略性新

兴企业数量测度。在战略性新兴企业划分上，根据统计局发布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

（2018 年）》，结合资源型城市产业更替需求和统计口径的准确性，选择新技术产业、高

端装备制造业和新能源汽车三类作为本文中的战略性新兴企业。参考已有研究[36]从天眼

查平台 （https://www.tianyancha.com/login?type=1） 对相关行业的企业数据进行查询和收

集，通过筛选行业代码和人工对比企业经营范围与相应的四级行业代码，识别并剔除不

相关企业数据得到所需数据。

在政策工具选择上，基于前期的理论分析和相关学者研究[16,19,42]，选择污染处罚案件

数和财政支出中科技支出的比值作为规制政策和资金政策的衡量指标，并引入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城镇化水平、资源依赖度、对外开放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模型中控制

变量，尽可能解决遗漏变量偏误。

2.1.3  研究方法

为减少宏观级别数据中非平稳性的影响，对所有变量均进行了 ln(1+x) 的处理，对于

城镇化率、采矿业从业人员等百分数的数据，直接对百分号数据进行 ln(1+x) 处理 （下

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首先，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新质要素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直接影响。

ln GTFPit = β0 + β1 ln HEEit + β2 ln PGPPit + β3 ln IRDit + β4 ln controlit + μ i + γ t + ε it （2）

式中：GTFP 表示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HEE 表示高素质人才；PGPP 表示技术创新

水平；IRD 表示设备自动化水平；control 表示控制变量矩阵，代表一系列可能影响回归

结果的控制变量；β0 是常数项；βn 是回归系数；μ i 是城市固定效应；γ t 是年份固定效应；

ε it 是随机误差项。

其次，为了检验产业活力和产业更替的机制作用，本文构建了模型 2。

ln Mit = α0 + α1 ln HEEit + α2 ln PGPPit + α3 ln IRDit + α4 ln controlit + μ i + γ t + ε it （3）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值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种类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中介变量

调节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

GTFP

HEE

PGPP

IRD

NEPP

SEE

EPPCN

RDER

DFII

FDI

UR

MEP

FI

MEAN

0.273

3.195

1.246

1.222

4.403

3.663

2.062

0.673

4.913

0.0140

3.945

2.040

15.75

SD

0.175

0.983

0.843

0.739

0.597

1.535

2.185

0.368

0.710

0.0153

0.298

1.018

0.821

MIN

0.0327

0.284

0.0145

0

2.706

0

0

0.0504

3.103

0

2.649

0.00519

13.31

MAX

0.931

5.558

4.195

3.107

7.607

7.855

7.898

3.077

5.837

0.126

4.605

4.075

18.18

注：表中为取对数后的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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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TFPit = φ0 + φ1lnMit + φ2lncontrolit + μ i + γ t + ε it （4）

ln GTFPit = θ0 + θ1 ln HEEit + θ2 ln PGPPit + θ3 ln IRDit + θ4 ln controlit +
θ5 ln Mit + μ i + γ t + ε it

（5）

式中：M 表示机制变量，用产业活力 （NEPP） 和产业更替 （SEE） 表示；α0、φ0、θ0 表

示截距项；α1~α4、φ1 ~φ2、θ1 ~θ5 是回归系数。如果 α1~α3、φ1 和 θ5 通过显著性检验，表示

存在间接效应。

最后，为了检验政策工具在新质要素推动产业更替过程中的协同作用，构建了模型 3。
ln Mit = δ0 + δ1 ln HEEit + δ2 ln PGPPit + δ3 ln IRDit + δ4 ln HEEit × ln GOVit +

δ5 ln PGPPit × ln GOVit + δ6 ln IRDit × ln GOVit + δ7 ln GOVit +
δ8 ln controlit + μ i + γ t + ε it

（6）

ln GTFPit = ω0 + ω1 ln HEEit + ω2 ln PGPPit + ω3 ln IRDit + ω4 ln Mit ×
ln GOVit + ω5 ln Mit + ω6 ln GOVit + ω7 ln controlit +
μ i + γ t + ε it

（7）

式中：GOV 是政府政策变量，结合理论框架采用规制政策工具 （EPPCN） 和资金政策工

具 （RDER） 进行衡量；δ0、ω0 表示截距项；δ1~δ8、ω1 ~ω7 是回归系数。当交互项系数显

著时，表明各类政府工具可有效调节新质要素通过机制变量影响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过程。

2.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参考 201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的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3

—2020 年）》，选取 115 个地级市层级的资源型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并参考文件中对生命

周期的划分，研究对象中共有成熟型城市 62 个、成长型城市 15 个、衰退型城市 23 个、

再生型城市 15 个。在研究时间上，考虑到 2007 年 12 月“资源型城市”概念被提出后，

资源型城市加快转型发展，选择 2008—2023 年作为研究时段。本文变量定义、测度指标

和数据来源见表 3，部分缺失数据运用插值方法补齐。

表3   变量定义与来源

Table 3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sources

变量种类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中介变量

调节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

GTFP

HEE

PGPP

IRD

NEPP

SEE

EPPCN

RDER

DFII

FDI

UR

MEP

FI

定义

绿色发展效率

高素质人才

技术创新

设备自动化

产业活力

产业更替

规制政策工具

资金政策工具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对外开放水平

城镇化率

资源依赖度

固定资产投资额

具体测度指标

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千人

万人专利授权数/(件/万人)

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台/万人)

万人新增企业数/(个/万人)

战略性新兴企业数量/个

污染处罚案件数量/个

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值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实际使用外资/GDP

城镇人口/总人口

采矿业从业人员占比

固定资产投资额/元

数据来源

指标测算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市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知识产权局

IFR

天眼查

天眼查

北大法宝 （https://www.pkulaw.com/）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市统计年鉴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 2011 年
数据代替 2008—2010 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市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市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市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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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分析

3.1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

选取 2008 年、2013 年、2018 年和 2023 年四个时间段的截面数据刻画 115 个资源型城

市产业转型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 （图 2）。结果表明，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水平随时间推

移显著提升，低效率 （<0.30） 的地级市数量从 2008 年的 89 个下降至 2023 年的 40 个；中

效率 （0.30~0.60） 的城市数量实现跨越式增长，由 9 个增至 57 个；而高效率 （>0.60） 的

城市数量则保持相对稳定，持续集中于鄂尔多斯、唐山、长治、徐州等产业多元化城市。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 2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水平的时空演变

Fig. 2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level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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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格局上呈现“东稳西进、东北稍缓”的特征。2008 年前 20 强中，东部占 10 席

（50%）、中西部占 6 席 （含中部 4 席、西部 2 席）、东北部占 4 席 （20%），且 40% 的城市

集中于山东、河北两省；至 2023 年，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清洁能源开发和相关产业发

展促使其转型水平大幅提升，在排名前 20 的城市中，中西部城市增至 12 席 （中部 5 席、

西部 7 席），东北部地区缩减为 0 席，30% 的城市集中在山东和四川两省。后 20 位城市

的空间集聚性从 2008 年的相对分散分布 （中部 7 席、西部 6 席、东北部 7 席） 演变为

2023 年的高度集聚于东北地区 （11 席，55%）。除此之外，有 6 个资源型城市在四个时间

截面始终位于后 20 位，东北老工业基地独占 5 席 （阜新、葫芦岛、鹤岗、七台河、鸡

西），占比高达 83.3%，反映了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转型升级面临长期挑战。

3.2  新质要素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影响

为保证回归结果有效，对所有被解释变量和

解释变量进行共线性检验 （表 4）。各变量的 VIF

值均小于 5，表明各指标之间不存在共线性，模型

估计结果稳定可靠。

应用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各类新质要素对资源

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直接影响。在回归前进行 F 检

验和 Hausman 检验确定选择模型 （表 5）。结果表

明，不论模型是否包含控制变量，选择固定效应

模型更合理。考虑不同城市和不同时间的差异，

固定个体和时间效应进行回归。加入控制变量后

模型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有所减小，表明控制变

量吸收了一些不可观测的影响，模型估计结果更

为稳健，故主要分析列 （1） 的估计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高素质人才、技术创新和设备自动化水平均对资源型城市产业

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说 1，但作用强度存在梯度差异。其中高素质人才在

5% 的显著水平上每扩大 1%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水平提升 0.02%，印证了资源型城市可

以通过高等教育形成专业化人力资本池，但其效果受制于人才培养的长周期特性。技术

创新和设备自动化的提升显示出更强的促进作用，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技术水平每提高

1%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水平提高 0.028%，在 5% 的显著水平上设备自动化水平提高 1%

带动转型水平提高 0.041%，这一结果凸显了劳动资料智能化升级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

中的核心地位。智能制造和专利技术通过产业应用直接突破既有生产模式，重构生产函

数，降低资源依赖，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其效果可能快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长期过程[32]。

在控制变量上，城镇化水平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负向作用可能源于“伪城镇化”

陷阱——资源开发促进了相关产业和服务人员的集聚，城镇化水平通常较高。但由于缺

乏其他产业的支撑，资源消耗并没有换来高效的技术和人才积累。固定资产投资的负向

效应凸显了传统资源生产的路径依赖，这种投资固化通过挤出机制抑制新兴产业成长。

资源依赖的负面影响也印证了“资源诅咒”——资源依赖程度较高地区的人力资本锁定

会阻碍产业多元化转型[16]。除此之外，对外开放水平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正向作用

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呈现正向作用。这表明资源型城市可以通过优化市场环境，

表4   共线性检验结果

  Table 4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 test results 

变量

IRD

DFII

PGPP

FI

HEE

UR

MEP

FDI

MEAN VIF

VIF

3.06

2.84

2.82

1.93

1.92

1.84

1.26

1.15

2.10

1/VIF

0.327

0.352

0.354

0.517

0.521

0.543

0.792

0.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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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传统金融抑制、赋能小微企业和数字技术扩散，为产业转型注入新动能[42]。

3.3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回归结果有效，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

（1） 变量替换检验

为排除测量误差和主观性干扰，采用核心解释变量逐一替换法 [表 6 列 （1） ~       

列 （5） ]。首先，以平均受教育年限 （AYS） 和地区 RD 经费 （RDE） 分别替代原人才、

创新指标。其次，针对工业机器人密度指标进行三重敏感性测试：其一，更改权重衡量

指标，使用城市内部行业就业人员占比替换城市行业就业人员占全国该行业比例重新计

算 （IRDemp）；其二，参考仲崇阳等[43]研究，使用动态权重方法构建企业数量权重指标

（IRDent）；其三，相关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制造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44]，因此以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 （SI-LP） 作为替代变量。结果显示，所有替换变量及未替换变量的

系数方向与显著性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验证了测度框架的有效性。

（2） 时间敏感性验证

为了避免时间误差带来的影响，考虑到国际金融危机及 2011 年后中国进一步规范资

源型城市发展的政策，同时也为了减少人工插值数据带来的误差，将时间缩短为 2011—

表5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5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lnHEE

lnPGPP

lnIRD

lnDFII

lnFDI

lnUR

lnMEP

lnFI

_cons

个体

时间

Adj R2

F

Hausman

固定效应控制个体和时间

（1）

0.020**

(0.009)

0.028***

(0.010)

0.041**

(0.019)

0.063*

(0.037)

0.093

(0.300)

-0.084**

(0.03)

-0.035***

(0.012)

-0.025**

(0.009)

0.608***

(0.194)

Yes

Yes

0.6946

6.16***

（2）

0.021**

(0.009)

0.025**

(0.010)

0.032*

(0.019)

—

—

—

—

—

0.135***

(0.035)

Yes

Yes

0.6893

6.54***

固定效应控制个体

（3）

0.053***

(0.010)

0.059***

(0.008)

0.063***

(0.010)

-0.055***

(0.012)

0.226

(0.327)

0.011

(0.113)

-0.024**

(0.012)

-0.092***

(0.009)

1.568***

(0.161)

Yes

No

0.6369

65.46***

106.415***

（4）

0.038***

(0.009)

0.041***

(0.007)

0.016***

(0.006)

—

—

—

—

—

0.082***

(0.027)

Yes

No

0.6019

100.92***

7.769*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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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进行回归，结果见列 （6），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与基准回归保持一

致，结论稳健。

3.4  新质生产要素推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机制分析

3.4.1  新质要素推动产业转型的机制识别

新质生产要素投入不仅直接作用于转型结果，也通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用于

转型过程。为进一步探究新质生产要素投入影响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机制，本文进行

了中介效应的分析 [表 7 列 （1） ~列 （6） ]。为避免内生性问题，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城市

和时间变量。同时为确保结果稳健进行了 Sobel 检验 [列 （7） ~列 （8） ]，结果与基准回

归结果一致，新质要素可以通过提高产业活力和促进产业更替推动转型，验证了假说 2。

产业活力的中介作用仅在设备自动化水平的路径下呈现。列 （1） 表明，设备自动化

水平能显著提高产业活力，其通过智能化设备降低技术准入门槛、催生配套服务企业并

释放一定的劳动力，进而提高产业活力，推动产业体系新陈代谢。相比之下，高等教育

规模和技术创新水平虽然也可以提升产业活力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高

校培养的专业化人力资本需要长期适配产业需求，而专利转化的高成本与技术壁垒限制

了中小企业的即时应用，导致中介效应传导断裂。

产业更替是三种新质要素推动产业转型的中介载体。列 （2） 表明高素质人才、技术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6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变量

lnHEE

lnAYS

lnPGPP

lnRDE

lnIRD

lnSI-LP

lnIRDemp

lnIRDent

_cons

控制变量

个体

时间

Adj R2

N/个

更换解释变量

（1）

—

0.074**

(0.036)

0.030***

(0.010)

—

0.041**

(0.019)

—

—

—

0.632***

(0.193)

Yes

Yes

Yes

0.694

1840

（2）

0.018**

(0.009)

—

—

0.024***

(0.004)

0.053***

(0.018)

—

—

—

0.401**

(0.196)

Yes

Yes

Yes

0.723

1840

（3）

0.018**

(0.009)

—

0.032***

(0.009)

—

—

0.088***

(0.012)

—

—

0.662***

(0.184)

Yes

Yes

Yes

0.712

1840

（4）

0.021**

(0.009)

—

0.035***

(0.009)

—

—

—

0.031*

(0.016)

—

0.517***

(0.208)

Yes

Yes

Yes

0.695

1840

（5）

0.017*

(0.009)

—

0.025***

(0.010)

—

—

—

—

0.169***

(0.030)

1.070***

(0.201)

Yes

Yes

Yes

0.700

1840

缩短时间窗口

（6）

0.025***

(0.010)

—

0.026**

(0.014)

—

0.067**

(0.029)

—

—

—

0.734**

(0.298)

Yes

Yes

Yes

0.713

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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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设备自动化等均可通过提高战略性新兴企业的数量推动转型的有效提升，中介效

应分别为 0.002、0.005 和 0.003，占比分别为 10.0%、17.9% 和 7.3%。高等教育通过定向

输送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人才，构建“高校—企业”创新闭环。一方面，高校在校

生规模的扩大直接形成专业化人力资本池，为战略性新兴企业提供所需的人工智能、新

能源技术等领域的核心研发人员，提高城市整体创新密度和产学研协同网络，促进知识

成果转化；另一方面，高校实验室、技术转移中心等机构通过知识溢出效应，降低企业

技术研发的固定成本，吸引更多高新技术企业落户资源型城市。专利技术则通过绿色工

艺改造催生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技术产业企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而推动产业转型。

工业机器人可通过“效率碾压—要素重置”机制重构生产函数，直接淘汰落后产能，更

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技能人才需求为新兴产业培育创造要素条件。

3.4.2  政策工具对新质要素推动产业转型作用的调节效应分析

在实际转型过程中，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工具来促进新模式和新业态的产生，

进而调节新质要素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作用机制。为此，本文进行了不同政策工

具对转型机制的调节作用分析。考虑到政策实施存在迟滞性，所有变量均进行滞后一

期的处理。结果表明不同政策工具与解释变量和机制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且存在差

异 （图 3），验证了假说 3。

在设备自动化提升产业活力推动转型的过程中，以污染处罚案件数表征的环境规制

通过成本约束效应削弱了中介推动效率转化的过程。这可能是因为规制政策的实施增加

了企业的合规成本 （如罚款、污染治理设备升级） 从而挤占生产性投资与市场扩张的资

源，导致新增企业面临高合规成本与低技术协同环境，抑制其效率提升潜力。同时现有

表7   影响机制的估计结果

Table 7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influence mechanisms

变量

lnHEE

lnPGPP

lnIRD

lnNEPP

lnSEE

控制变量

控制个体

控制时间

N/个

_cons

Adj R2

线性回归结果

lnNEPP

（1）

0.035

(0.025)

0.025

(0.027)

0.107***

(0.036)

—

—

Yes

Yes

Yes

1840

0.039

(0468)

0.837

lnSEE

（2）

0.120***

(0.031)

0.211***

(0.026)

0.189***

(0.047)

—

—

Yes

Yes

Yes

1840

0.101

(0.589)

0.976

GTFP

（3）

0.018**

(0.009)

0.027***

(0.010)

0.036*

(0.019)

0.048***

(0.009)

—

Yes

Yes

Yes

1840

0.606***

(0.194)

0.699

GTFP

（4）

0.017*

(0.009)

0.024**

(0.010)

0.037*

(0.019)

—

0.020**

(0.010)

Yes

Yes

Yes

1840

0.606***

(0.193)

0.718

GTFP 

（5）

—

—

—

0.052***

(0.009)

—

Yes

Yes

Yes

1840

0.807***

(0.196)

0.696

GTFP 

（6）

—

—

—

—

0.032***

(0.008)

Yes

Yes

Yes

1840

0.859***

(0.196)

0.693

Stoble 检验结果

lnNEPP

（7）

0.001

Z=1.346

0.001

Z=0.888

0.005***

Z=2.603

—

—

Yes

Yes

Yes

1840

—

—

lnSEE

（8）

0.002*

Z=1.732

0.005**

Z=2.335

0.003*

Z=1.738

—

—

Yes

Yes

Yes

18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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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动化设备多服务于传统生产流程，其改造升级需要突破技术体系的整体变革，单纯

的环境规制难以解决设备专用性导致的“锁定效应”。而以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为表

征的科技资金投入通过推动智能化生产、绿色技术研发等技术升级过程和知识扩散过程，

帮助企业降低边际成本、开拓新市场，从而在规模增长中强化了产业活力推动效率转化

提升。但由于科技支出过度集中于基础研发或头部企业，企业可能将自有资金优先用于

满足研发配套的需求，中小企业可能因缺乏技术转化支持或资金被挤占难以通过工业机

器人应用实现规模扩张，进而对前半段过程呈现削弱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高等教

育规模和技术创新水平通过新增企业的中介作用推动转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高等教

育规模与规制政策、技术创新水平与科技资金政策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规制政策通

过环境合规成本的上升迫使企业调整生产结构，释放高素质劳动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产业活力。科技资金政策通过补贴和税收优惠降低创新风险，激活专利储备价值和

促进产学研对接，可有效避免创新泡沫并推动成果转化。

在各类新质要素通过产业更替推动转型的过程中，环境规制和科技资金两个政策工

具均正向增强这一过程。具体而言，环境规制政策通过“效率筛选”，推动高污染企业退

出市场或转型，释放出资源与市场空间，重构资源分配规则，迫使新增企业采用高效技

术与管理模式，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科技资金政策则通过“技术赋能”支持共性技术

研发和基础设施共享，可以显著降低新兴企业的技术获取成本，促使数量增长的企业群

体自发转向高技术路线。在新质要素推动产业更替的过程中，环境规制政策存在双重调

节作用：一方面，通过倒逼绿色技术研发和扩大高校环境相关专业人才供给，强化了专

利与人才对战略性新兴企业的拉动；另一方面，在污染治理案件的集中区域，企业因环

保合规成本上升可能挤占工业机器人升级预算，导致自动化应用与新兴企业增长脱钩，

因此对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呈现负向削弱作用。科技资金政

策显著增强了技术创新对战略性新兴企业数量提升的促进作用，它通过产学研合作加速

专利产业化、通过智能制造补贴降低自动化升级成本，直接提升技术要素的市场转化效

率，强化了新兴企业的技术壁垒和市场竞争力。

3.5  新质要素驱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异质性分析

为探究新质要素驱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异质性，根据城市的主要矿产类型、《全

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3—2020 年）》 对发展阶段的划分、收入水平高低和

地理区位对资源型城市进行分组回归 （表 8）。研究发现，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路径因资

源属性、发展阶段、经济水平与区域要素禀赋呈现显著分化，验证了假说 4。

首先，煤炭型城市主要通过发展高等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进而突破煤炭产业“低

图 3   政策工具调节作用示意图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policy instrument moder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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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人力资本锁定”，促进转型，但受制于传统采掘业要素重置成本高、市场化制度滞后

及智能化基础设施薄弱，技术创新与设备自动化对转型的推动作用不显著。相较而言，

非煤炭型城市产业链延伸空间大，资源加工具有技术升级的需求，且相对分布在产业基

础较好的地区，因此容易实现技术创新成果向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转化，形成“技术创

新和设备升级—效率跃迁”的闭环传导机制。

其次，在发展阶段维度上 [列 （3） 和列 （4） ]，成长/成熟型城市依托完整的内生要

素积累 （如产业基础和资本积累），通过产业链协同与产学研融合将技术创新快速转化为

生产力，同时高等教育扩张通过本地化知识溢出形成“教育—创新”闭环，为转型提供

持续动力。衰退/再生型城市因传统产业萎缩与转型紧迫性，更依赖自动化设备替代低效

产能或重构生产流程以短期释放效率红利。

在经济水平层面，高收入地区凭借资本优势可以支撑高等教育体系扩张和自动化设

备的大规模采购，同时劳动力成本也倒逼技术替代，因此主要依托高素质人才和设备自

动化推动转型。低收入地区受限于资本约束，以技术创新利用后发优势吸收成熟技术，

形成更具成本优势的跨越式发展 [列 （5） 和列 （6） ]。

最后，在不同区位上 [列 （7） ~列 （9） ]，东部地区因市场机制成熟，高等教育、技

术创新与设备已形成较好的协同作用，削弱了单一变量的显著性，故而虽三个新质要素

的作用都呈现正向影响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东北地区作为传统重工业基地，受路径

依赖与人力资本集中锁定的双重制约，高端人力资本流失和人力集中采掘业的特点使得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成为破解路径依赖的核心抓手，技术创新对其推动作用也较强。中西

部地区受限于人才外流、技术积累薄弱等地理条件制约，更依赖自动化设备快速替代突

破生产效率的瓶颈。

3.6  新质要素推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路径讨论

基于上述分析，总结出目前中国资源型城市利用新质要素推动产业转型的主要机制

（图 4），进而讨论如下三种路径：

表8   异质性估计结果

Table 8   Heterogeneous estimation results

变量

HEE

PGPP

IRD

_cons

控制变量

个体

时间

N/个

Adj R2

煤炭

（1）

0.029***

(0.010)

0.006

(0.013)

0.006

(0.031)

0.536**

(0.235)

Yes

Yes

Yes

848

0.7122

非煤炭

（2）

0.009

(0.019)

0.044***

(0.014)

0.049**

(0.024)

0.126

(0.374)

Yes

Yes

Yes

992

0.6919

成长型
成熟型

（3）

0.025**

(0.013)

0.035**

(0.015)

0.039

(0.025)

0.860***

(0.282)

Yes

Yes

Yes

1232

0.6466

衰退型
再生型

（4）

0.000

(0.012)

0.017

(0.012)

0.049*

(0.026)

-0.135

(0.328)

Yes

Yes

Yes

608

0.7915

收入高

（5）

0.036**

(0.016)

-0.004

(0.014)

0.116***

(0.031)

0.760*

(0.441)

Yes

Yes

Yes

720

0.7583

收入低

（6）

0.008

(0.011)

0.051***

(0.014)

0.020

(0.024)

0.529*

(0.211)

Yes

Yes

Yes

1120

0.5562

东部

（7）

0.008

(0.036)

0.042

(0.031)

0.109

(0.129)

1.017**

(0.395)

Yes

Yes

Yes

304

0.7381

东北部

（8）

0.044***

(0.016)

0.054

(0.035)

-0.030

(0.020)

-0.051

(0.510)

Yes

Yes

Yes

304

0.7267

中西部

（9）

0.002

(0.012)

0.003

(0.011)

0.069***

(0.024)

0.981***

(0.302)

Yes

Yes

Yes

1232

0.6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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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引领产业接续替代路径：以技术创新能力为核心引擎，通过战略性新兴企

业的数量增长，推动主导产业迭代升级。技术专利突破催生新能源装备、新能源汽车等

替代性产业，同步压缩传统资源型产业的占比。科技资金支持政策重点强化“技术研发

→产业孵化”传导，通过设立专项转化基金降低新技术市场化风险。非煤炭型城市可依

托该路径实现产业链延伸，但中西部地区需避免因配套产业链缺失导致的专利转化断层。

规制政策在此路径中需保持审慎，避免传统产业退出过快引发的就业冲击。

高等教育驱动要素优化升级路径：通过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突破人力资本储备瓶颈，

驱动产业更替实现生产要素升级。通过新建专业院校以及扩招培育的地质工程、清洁能

源等领域专业人才，定向输送至资源精深加工、矿山生态修复等新兴领域，破解资源型

城市长期存在的“人力资本锁定”与“技术路径依赖”困境。科技资金政策通过校企联

合实验室、技能重塑补贴等方式，放大“人力资本—产业升级”转化效率。该路径在煤

炭型城市较为实用，呈现人才蓄水池和技术突围的良性循环，而在衰退型城市需配套人

才回流激励，防止培养流失的恶性循环。

设备升级推动业态多元扩展路径：依托设备自动化提升采掘/加工效率，释放劳动力

与资本向资源伴生产业 （如矿渣建材、工业旅游及替代性服务业） 横向延伸，通过以机

换人降低对资源价格的敏感性，并利用矿区闲置土地或工业遗产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

增长点，科技资金优先支持智能采选装备国产化，环境规制实施采区污染严控与非资源

区准入放宽的“分区治理”，避免“一刀切”的全域限批误伤新兴业态。该路径在设备依

赖型衰退城市成效显著，中西部需配套技术维护培训，防止设备低效使用。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通过系统检验新质生产要素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驱动作用，得出以下结论：

（1）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水平随时间推移显著提升，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稳西进、

东北稍弱”的特征。中西部地区由于清洁能源发展转型水平大幅提升，东北部地区的资

源型城市转型提升较缓。

（2） 提高人才素质、强化技术创新和设备自动化水平三种新质要素投入均可有效推

图 4   中国资源型城市利用新质要素推动产业转型机制

Fig. 4   Operational mechanism for new quality factors facilitati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resource-based cities 

321



41 卷自    然    资    源    学    报

动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但作用强度存在梯度差异，设备升级对产业转型的推动作用

更为明显。同时各类新质要素可通过推动产业更替和提升产业活力间接推动产业转型。

其中产业更替作为普适性传导机制，普遍存在于技术创新、人才供给等要素的作用链条

中；而产业活力的中介效应仅在设备自动化这一新质要素的作用下显现。

（3） 规制政策和资金政策均可有效调节新质要素间接影响产业转型的机制，相比之

下资金支持的正向调节作用更为显著。环保规制政策通过倒逼低效产能退出释放要素资

源对转型机制的正向调节作用更为明显，但若缺乏配套补偿机制，环保合规成本上升可

能挤占企业技术升级预算，也会削弱部分过程。科技相关的资金支持通过技术普惠与知

识扩散强化转型，但需避免资金过于集中基础研究或头部企业形成的技术垄断，进而抑

制新质要素的普惠性驱动。

（4） 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的资源型城市，利用新质

要素推动产业转型的方式存在差异。煤炭型城市依赖高等教育突破人力资本瓶颈，非煤

炭型城市以技术创新和设备自动化主导；成熟/成长型城市通过高阶要素 （技术、教育）

内生升级，衰退型依赖设备自动化短期破局；经济水平较高的高收入地区依托教育—资

本协同深化转型，低收入地区以技术创新低成本突围；东北部地区依赖高素质人才与创

新，中西部地区受限于禀赋短板而更依赖设备替代。

4.2  讨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总结出“技术创新引领产业接续替代”“高等教育驱动要素高阶

置换”和“设备升级推动业态横向衍生”三种路径，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通过要素创新与策略协同驱动动能转换。优先引导高通用性要素 （如智能装

备） 扩大技术渗透范围，打破高专用性要素的垄断壁垒，通过推动产业更替和提升产业

活力的组合策略，实现“创造性破坏”与“包容性增长”的均衡，完成新旧动能转换。

其次，建立差异化的要素赋能路径，依据城市类型精准施策。对于煤炭型和衰退再

生型城市定向扩产本地产业适配的高教专业，配套设备补贴和留才政策；对于非煤炭类

型或者高收入的城市推动“专利—产能”直通机制，培养“技术+资源”复合人才；对于

西部或者低收入城市可通过税收优惠吸引成熟技术本地化改造。同时建立跨区域技术调

试服务站点，通过技术协作和人才循环网络实现东西部地区的技术流动和适配，解决技

术本地化调试问题，激活西部地区在地化知识溢出。

最后，实现政策工具动态适配。建立环保规制“退出补偿—升级激励”闭环，将罚

没收入定向补贴自动化设备，缓解合规成本压力；在科技支持高精尖创新的基础上，优

化科技资金投向，优先支持本地禀赋协同技术，设立转化基金并搭建开源共享平台破解

适配难题，同步实施设备补贴“技术认证+产出考核”机制，引导专利对接资源型需求、

机器人聚焦传统场景，杜绝低端重复投资。通过科技重塑产业基础、环保优化生态约束、

规制衔接新旧动能，打破“高污染路径依赖—低技术锁定”的循环，实现新质要素从规

模扩张向效率跃迁的系统性跨越。

本文揭示了新质要素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差异化作用机理及政策工具的调节效

应，但有关新质要素升级向生产力跃迁的具体实现路径及各类政策工具的适配规律有待

进一步探索。除此之外，不同规模、不同矿产类型以及不同时间开发资源的城市在利用

新质要素推动转型的路径上也可能存在差异，未来可进一步细化案例城市研究，结合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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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资源型城市的具体情境进行深度分析，确保转型策略与路径的精准适配，为资源型城

市突破低端要素锁定、实现因地制“智”的产业转型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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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QPF), which integrates new factors, models, and ef‐

ficiency gains, emerges as a new paradigm for resolving the developmental challenges faced by 

resource-based cities. This study employs a Super-SBM model incorporating undesirable out‐

puts to measure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level of China's resource-based cities from 2008 

to 2023, using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as the core indicator. Utilizing a panel regression 

model, it investigat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new quality factors—such as technologi‐

cal innovation, high-quality talent, and intelligent equipment—driv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se citi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reveal that: (1) New quality factors drive industrial trans‐

formation through dual pathways: revitalizing existing industries and fostering substitute indus‐

tries, with the latter demonstrating a stronger effect. (2) Factor-driven empowerment exhibit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coal-dependent cities prioritize talent-driven strategies, while low-in‐

come cities rely more heavily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3) Both pollution case penalties 

and technical funding support can regulate the mechanism by which new quality factors indi‐

rectly affect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proposes three path‐

ways for resource-based cities to leverage new quality factors: expanding the penetration scope 

of highly versatile factors, dismantling barriers to highly specialized factors, and establishing 

tailored factor empowerment strategie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scientific foundation and poli‐

cy references for tailoring new quality elements to local conditions to advance industrial trans‐

formation.

Keywords: new quality factors;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fluence mechanisms; resource-based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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